澳洲淘金华工恶习滋生问题探析
赵昌 

摘要：在澳洲华人早期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华工恶习是无法回避而又略显棘手的问题。华工的赌博、吸食鸦片和嫖娼等生活习惯常被作为种族歧视的靶子，对华工形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它不仅导致澳华关系紧张，而且促使华工群体社会分化、破产，家庭分崩离析。但恶习之“恶”有其深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是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并不能单纯归结为华工自身。华工的社会组织形式、艰苦的生存环境、澳洲政府错误的劳工政策和歧视性管理政策等都在发挥作用。华工恶习问题根本上来讲是社会环境问题，是澳洲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造就了这一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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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先后兴起了三波淘金热潮。第一波大致从1851年维多利亚州大规模发现金矿到19世纪70年代，淘金者主要涌向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两州。第二波是70年代后到80-90年代，昆士兰州发现大量金矿。第三波发生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澳。这三波热潮吸引了大量华工淘金者。淘金华工人数高达6万左右，这段历史对华工命运和澳洲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在澳洲的形象初具雏形，而华工的恶习长期为澳洲社会诟病。

赌博、吸食鸦片和嫖娼常被认为华工恶习的重要证据，也成为种族主义的白人攻击华工的口实。虽然在“白澳政策”废除后，澳大利亚史学家开始反思种族主义史学观，逐步肯定华工在早期澳洲开发中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了华工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西澳等淘金地的生活情况，研究华工与白人女子的通婚历史，还原了真实的华工生活，有利于消除被妖魔化的华工形象。但是，赌博、吸食鸦片和嫖娼依然普遍被认定为华工的自身问题，是华工堕落的主要表现，而对华工堕落原因探究较少。本文认为华工恶习滋生是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华工恶习不是种族问题，不是华人或白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环境问题，是澳洲社会发展水平使然。

一、华工恶习滋生的表现

首先是赌博成瘾。早期赴澳华工多来源于中国的广东省和福建省。血缘宗亲和地缘同乡是联系华工，推动华工出国谋生的重要纽带。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为恶习的滋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末广东地区盛行赌博之风，并且花样多样，有番滩、白鸽票、山票、花会、闱姓、铺票等。华工赴澳后，赌博风气有增无减。据艾瑞克•罗斯（Eric Rolls）教授记载：“每一个中国营地，首先建立起来的是食堂，接着就是赌馆，然后才是居住的营房和祠堂。” 
似乎赌博成为澳洲华工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澳洲华工中，比较流行的赌博方式是番滩、白鸽票、山票等，赢的人可能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据记载布里斯班有两家银行因为赢家支取掉所有资本而关门大吉。有的华工赌博成瘾，甚至寄生在赌馆里，1891年成立的一个皇家委员会推断在悉尼3500华工中，有高达700人靠80所赌馆生存。
悉尼华工的赌博中心主要在乔治北街，古尔本街附近以及大部分菜农居住的亚历山大。
除赌钱外，少数华工也参与赌马等澳洲当地的赌博游戏。

接着是吸食鸦片。吸食鸦片并非闽粤地区百姓的生活习惯。中国人对鸦片的沾染是近代西方殖民活动的结果，英国为了改变与清朝贸易中长期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通过大规模向中国销售鸦片获取高额利润达到目的，并不惜发动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淘金华工在出国前吸食鸦片的人并不多。鸦片被称为“贵人烟”（Noble Smoke），华工经济状况拮据，较少吸食鸦片。赴澳后，他们渐渐地沾染上了这个吸血鬼。“在这里（指澳洲）工作两三年的人，高达90%的人吸食鸦片。”
从维多利亚大多数华工移民集中居住的巴勒拉特、卡斯尔梅恩、阿勒拉特、比奇沃思和桑赫斯特等八个金矿区的华工通译人员所提供的报告中，华人翻译李永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华工经证实是吸鸦片者。
不过由于鸦片价值昂贵，普通华工很难长期承受，所以常常半价购买没有燃烧完的鸦片烟灰或把烟叶与鸦片掺合起来吸食。

由于需求量不断增加，澳洲的烟片馆和鸦片进口不断增加，据记载，1867年在维多利亚有80多家鸦片馆为20000华工服务，1871-1881年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每年鸦片进口量在25-30吨左右。同时期整个澳洲每年的鸦片进口量在100多吨。
鸦片的大量消费占去了华工收入的很大部分，也增加了澳洲政府的财政收入。

第三是嫖娼。华工大量赴澳是以淘金发财为初始目的的，当时墨尔本地区号称“新金山”，华工怀抱乐观心态，因而均无久居准备，只身出国，未打算带家眷前往。加之澳洲政府担心华工女子入澳生育对白人开发澳洲造成威胁，禁止华工女子入境澳洲，所以在澳华工基本都是男性，且多为精壮男丁，有不少未婚者。 

长期的异国他乡生活和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导致华工在婚姻和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据刘渭平教授记载：“早期来澳华工多无久居之意，故皆单身前来，不携妻室，及后以归国之可能渐少，始在此成家立业。其时，华工社会中独身之妇女绝无仅有，乃有与欧洲妇女结婚者。”
但是，澳洲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排斥华工定居，各地政府不仅不允许华工女子入澳，也反对华工与白人女子结婚。澳洲华人史学者白璧（Kate Bagnall）认为：“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对种族融合观念的痛恨，而且因为认为那些将成为华人妻子的白人妇女本身就是道德堕落和邪恶的，因而无助于提升她们中国丈夫的道德水准。”
因此，在当时澳洲社会，黄种人与白种人，或土著人的婚姻常常受到社会的非议与轻蔑，加上一些华工在国内尚有妻室，因此很多华工不是选择与白人女子通婚而是选择仅仅通过性交易来满足生理需求。

  表1  1854-1921年澳大利亚华工男女性别比例统计
	年份及地区
	华工
	二代华工

	
	男
	女
	总数
	男
	女
	总数

	1854（维多利亚省）
	2341
	无
	2341
	无
	无
	无

	1856（新南威尔士）
	1800
	6
	1806
	无
	无
	无

	1857（维多利亚省）
	25421
	3
	25424
	无
	无
	无

	1861(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
	37247
	11
	37258
	无
	无
	无

	1864（昆士兰）
	628
	无
	628
	无
	无
	无

	1868（昆士兰）
	2621
	8
	2629
	无
	无
	无

	1871（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
	25003
	43
	25046
	无
	无
	无

	1881
	38274
	259
	38533
	74
	95
	169

	1891
	35523
	298
	35821
	1000
	1018
	2018

	1901
	29153
	474
	29627
	1556
	1534
	3090

	1911
	21856
	897
	22753
	1518
	1501
	3019

	1921
	16011
	1146
	17157
	1884
	1771
	3655


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官方公布数据和刘渭平《澳洲华侨史》统计而成，具体情况可参见刘著第30-43页及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资料： Australian Historical Population Statistics 2006。1881年后为全澳华人数据。
在淘金矿区，职业妓女普遍存在，她们多是没有一技之长，为生活所迫的地位低下的女子，有的来自爱尔兰，有的来自英格兰，当然也有本地出生的，还有一些是土著妇女。当时在淘金矿区附近，有不少的妓院，华工在淘金之余，常偷偷与妓女发生关系，解决生理需求。有资料显示，在1870-1890年间，卖淫流行于维多利亚的华工宿营地。当时比较著名的妓院分布在悉尼的布里斯班、下坎贝尔和帕默、墨尔本的小朗斯达尔等街道。
悉尼的高本、威克斯福特、福斯特与喜街的妓院一条街，每隔几间房就有一个妓院，它和墨尔本的华工居住区以及其他维多利亚城镇是一样的。
 188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滨海沿岸区（Riverina district）,有36名白人是华工妻子，另有37名“妓女”。
与华工发生关系的白人妓女一般文化水平较低，或“极有可能受到过去与她们社会地位相对的男人们的虐待。”
在当时“孤独和贫困的欧洲妓女不难在华人移民中找到庇护和伙伴。”
土著女子则可能是土著人通过鸦片交换卖给华工或白人劫掠土著部落获得的女子。华工与妓女实际同病相怜，随着华工回国的希望日渐渺茫，部分华工与妓女产生了感情，他们放弃了淘金和卖身，结了婚，生儿育女，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另外，杨进发教授注意到，在鲜有妇女的丛林伐木工人中，同性恋非常普遍。“男人占绝对优势的反常情况，必然导致产生大量的不道德行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除男性华工嫖娼外，华人女性也有卖淫现象，但是由于在澳华人女性不多，且多为上层华人的妻子，华人女性卖淫现象并不普遍，远没有达到美国华人的疯狂程度。澳大利亚人奈特在一次访谈中提及1887年在南澳有几家中国妓院和大约12家日本妓院，1888年在此地有7家中国妓院和5家日本妓院，共有妓女57人(其中23人为日本人，34人为华人或其他人种)。而“最粗陋的妓院是南部营区和华人居住区城镇中的华人创办的。……华人妇女穿着廉价而又浮华的服装，给光顾下等妓院的人一种‘打野鸡’的感觉，较好些的妓院被称作‘绿塔’，到她们那儿逛一圈儿叫‘去喝杯茶’。”

那么作为普通淘金工的多数华工如何最终解决家庭和性的问题呢？“唯一可供他们选择的办法是回到中国去与家人团聚。”
澳洲学者简•赖安（Jan Ryan）也认为：“时间短暂的接触、固有的交通体系，促使许多华工回到家乡结婚，探访他们的妻子、家庭和生育孩子。”
表二中能看出在澳华工有两次明显的回国期，一次在十九世纪60-70年代，金矿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走向枯竭，另一次在十九世纪末期，澳洲的排华运动使华工的在澳生存异常艰难。因此，嫖娼不能看成在澳华工的主流生活方式，多数华工选择回国娶妻，然后再返回澳洲经营。“在1881年到1897年期间，有60位华工回到西澳，其中31人声明他们在中国有妻子，在这31人中，12个人还说已有孩子。”

  表2 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华工到达和返回数量变化（1862-1901）

	
	新南威尔士
	维多利亚

	时间
	到达
	返回
	变化
	到达
	返回
	变化

	1862-6
	1648
	4553
	-2905
	3292
	8411 a
	-5119 a

	1867-71
	936
	2893
	-1957
	3026
	6511
	-3485

	1872-6
	2819
	4079
	-1260
	1938
	2644
	-706

	1877-81
	12755
	4412
	+8343
	3938
	b
	b

	1882-5
	11155
	6933
	+4222
	3095
	2965
	+130

	1887-8
	6284
	4335
	+1949
	2421
	1484
	+937

	1889-91
	39
	2159
	-2120
	649
	1852
	-1203

	1892-6
	324
	2803
	-2479
	3372
	2559
	+813

	1897-1901
	248
	2017
	-1769
	3542
	2049
	+1493


注释：a,1865和1866年的数字分别是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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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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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关于半个人的任何解释，他们从统计中去除了。b,1878年和1879年没有记录。

资料来源：C.Y.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5,p.23.

二、华工恶习滋生的影响
（一）损害华工形象，激化澳华关系

华工的恶习给华工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并给种族主义极端分子提供了排华的口实。澳大利亚的排华运动有多重因素，既有经济利益的竞争，又有种族文化的隔阂，但华工的恶习确实是澳洲白人排华的借口之一。华工嗜赌，且屡禁不止，遭到澳洲白人的强烈厌恶，甚至以恶制恶，这诱发了很多治安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警察对华工赌博的格外打压。1873年，墨尔本城市警察队员抓获了20名聚赌番滩的中国人，地方治安官判处他们监禁，不过最高法院撤销了判决，改判没收财产。1881年当在悉尼高本街经营白鸽票游戏馆的李池（Li Chi）、林涛(Lin To)、阿青( Ah Ching)、阿壮(Ah Chong)被控有罪时，他们向最高法院起诉，最终改判无罪，因为最高法官因为白鸽票不是赌博游戏。
为躲避抓捕，华工常常把赌馆与杂货店或超市联通，一有警察搜查就立刻躲到隔壁店内。澳洲白人认为华工热衷于赌博、吸食鸦片，工作常常迟到。这促使澳华关系持续紧张。

二是给不法之徒反华提供了机会。有些澳大利亚人本身就是赌徒、恶棍，但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心理，一有机会就找华工麻烦。“沉迷赌博的澳大利亚人，很不可思议地辱骂上个世纪（指十九世纪——引者注）赌博的中国人。赌徒们玩着扑克和各种赌博游戏，或者投掷硬币。最荒唐的赌徒甚至拿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押注。当衣服也赌输了后，他们就赤身裸体地站在同伴中间。”
保罗•福尔斯彻（Paul Foelsche）本是流氓痞子，1878年，他试图阻止达尔文的赌博行为，他认为接受救济的中国人因为彻夜赌博，工作经常迟到。不过心思缜密的赌徒们守卫严密，好几个星期保罗都无从下手，最终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没去做礼拜的保罗抓住了9个人，并使赌场主人阿苏（Ah Sooey）的手受伤。
文化的隔阂使白人传言华工用鸦片诱骗年轻的白人女孩，使她们沦为妓女。澳洲社会一些人极度反感华工与白人女子通婚，他们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猜测性地认为很多白人女子都是受到鸦片的诱惑，是华工用鸦片迷惑了她们。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白人女子多来自爱尔兰，地位低下，在白人社会中受到各种虐待，而华工对她们非常友好，从不打骂她们，与华工生活，她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和尊严，甚至有白人女子说可以反过来打华工而不会遭到反抗。

三是形成华人、白人、土著三者复杂的矛盾关系。由于鸦片的泛滥，土著人也大量吸食鸦片，为得到鸦片倾其所有，甚至卖掉老婆。欧洲人（包括部分华人）通过鸦片迫使土著人为他们劳动，但昆士兰州政府严禁华工向土著人提供鸦片，并唆使土著人攻击华工。
在19世纪80-90年代，一些殖民地相继出台了限制鸦片销售的法令，以限制华工向土著提供鸦片。当然也有人对华工习俗持另类看法，特别是对赌博持不同看法，认为它与白人的赌博行为没有什么两样，只要不产生社会危害，不需要严厉的惩戒。
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当时的排华运动同时伴随着各殖民地的联合和对“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文化的认同，排华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体制形成的手段，因此客观上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在这一民族意识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华工成为牺牲品，“据称卑贱的、等级森严的、自私自利的、不守信义的中国移民对他们本族群都很少具有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华工的形象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有选择性地建构起来的。

（二）分化华工群体，出现等级分层

华工恶习滋生导致澳洲华工社会的分化，表现在经济上和政治地位上。在经济上，华工在淘金潮退却后，有的人飞黄腾达、或是荣耀地回到中国，有的则转行从事蔬菜种植业、家具制造业、洗衣业、农业或开起杂货店，顺利地生存下来。有的人由于赌博一贫如洗，只能继续留在澳洲通过出卖苦力维持生存，而这常常伴随着对鸦片烟的迷恋。在政治上，多数华工遭到澳洲社会排斥，但也有人顺利加入澳洲国籍，成为澳洲公民。简斯顿在其书《四邑淘金工在澳洲》中提到了翻译沃阿奇和李永以及商人茂丰加入澳籍的史事。
一些头脑清醒的华人也深感华工恶习的危害，纷纷四处奔走，但可惜收效并不明显。淘金时期生活在巴拉瑞特的华工翻译李永就因为反对华工的赌博行为曾遭到过恐吓、投毒和追杀。
侨领梅光达（Mei Quong Tart）四处奔走，他向中国政府痛陈鸦片危害、召开公共会议、向澳洲总理和议员建言，但由于各地方政府在鸦片税收中获得了实惠，都不愿彻底禁烟。

华工群体的分化最终导致了华人社会等级的形成。在淘金后期，华人生活状况日益艰难，除大批华工知难而退、返回中国外，留在澳洲的华人社会结构出现了再构建。有受过西方教育或者在华人社团中崭露头角、眼光敏锐的华人，开始取得成功。比如自8岁赴澳，经营茶叶等生意的梅光达渐成为澳大利亚与清政府沟通的桥梁，对中国在澳设领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著名的侨领；经营果栏、百货、酒楼等生意的先施、永安、大新和新新公司在20世纪初取得成功，并转战中国，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四大公司的起源；经营中澳贸易的“中澳轮船公司”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现象造就了一批华人社会上层，他们拥有巨额财富，虽处在“白澳”社会，生意和财富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而占多数的下层华工则艰难度日，在澳人数持续保持低水平。
（三）华工破产，家庭分崩离析
华工的恶习使华工辛苦所得轻易付诸东流。赌博常使淘金所得血本无归，靠华工供养的国内家庭因失去经济来源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家庭财政困难，被债主追杀，或饥饿而死者应不在少数。华工则长期滞留澳洲，延口残喘，酿成了一幕幕人间惨剧。吸食鸦片同样给华工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西澳淘金热时期，鸦片的价格有高有低，便宜的只要5先令，而贵的则高达36先令，几乎是淘金工一周的工资。
从史书记载和澳洲各地华工的墓地数量来看，这也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华工嫖娼同样造成了经济负担，同时产生了棘手的社会伦理问题，由于华工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外华工的道德不端常使国内家庭分崩离析。

当然就鸦片问题来讲，也应该看到吸食鸦片并没有达到肆虐的程度，很多人向政府申请开烟馆都没有成功，鸦片种植也多有失败。进入二十世纪后，澳洲政府加大了打击鸦片贸易的力度，逐步禁止鸦片进口，中国等其他地区也开始禁止鸦片走私，国际国内环境的改善使鸦片在澳洲逐渐减少。

三、华工恶习滋生的成因

华工恶习滋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既有风俗传承问题，也有文化隔阂因素，但这都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澳大利亚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使然。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探究华工恶习滋生的原因。

首先，是在澳华工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组织形式上，早期赴澳华工多是以赊单制（Credit Ticket System）形式赴澳，
淘金华工生活在集体营地里，收入微薄，在这种制度束缚下，多数华工终日为偿还债务而劳作，赊单债主（the Merchant）严密监视着华工的劳作，对华工管理十分严格，控制着他们的经济收入，只有偿清债务才能获得自由身，如果不偿清债务，就必须永远淘下去。
澳洲政府也严格控制淘金华工的活动，有些地方专门制定了金矿区中国人条例，对中国人营地的搭建地点、搭建方式、营地的搬迁和用水都进行明文规定。
在赊单船票负担、澳洲政府的严苛管控和国内家庭各种债务负担的压迫下，很多华工厌倦了艰苦的淘金生活，感觉淘金希望渺茫，幻想通过赌博的方式迅速致富，早日回家。
另外，潮龙起教授根据对美国华人赌博现象研究认为：“赌博的输赢还产生了一种悬念、一种新的体验和希望，可以满足那些生活循规蹈矩的华侨的情感需要。人人机会均等的信念，也维持着华侨参赌者对地位和报酬的期待，而这些是他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而获取的。”
这种错误心理最终导致了赌博之风猖獗，赌徒为了收回成本，更是变本加厉，华工因此欠下了高额债务，有的人在多重压力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澳洲，赌博与吸食鸦片常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赌徒在输钱后往往会大举借贷，持续的输钱使他们开始通过吸食鸦片寻求慰藉，甚至有人彻底绝望，通过吞服鸦片而死。据记载，仅四邑会馆统计，在十九世纪就有8000华人在澳洲去世。

另外，在日常生活上，赴澳华工基本都是男性，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有健康的娱乐项目，而且华工被严密监视，甚至没有人身自由。聚众赌博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娱乐方式。诚如杨进发教授所说：“缺乏家庭关怀和缺乏必要的娱乐消遣设施是华工走向赌博和吸食鸦片，甚至寻找妓女等堕落生活方式的重要原因。”
罗斯教授也认为华工之所以建立赌馆，是由于赊单债主想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吸取淘金工的财富，使淘金工驯服，就像白鸽票的寓意一样。同时，华工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加剧了华工的孤独感，有人最终背弃远在中国的妻子，寻找澳洲妓女，走向嫖娼的道路。
其次，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衡。华工出国之前受到政府和家族的严格管制，同时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熏染，极少有嫖娼的事件发生。亲缘和家族忠诚是理解澳洲淘金华工生活的基本前提，因为与同时代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淘金工一样，离开中国赴澳淘金的决定也不是个人随意做出的，而是经过家族的慎重考虑，出于为增加家族财富和维持家族繁衍而做出的。一旦出国，华工身上就背负一种使命，尽快发财致富，并把大部分所得寄回国内，接济家庭。家族长老也会组织人数不等的团体依次出国。
然而赴澳后男女人口比例长期严重失衡，导致了在澳华工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嫖娼、同性恋和卖淫问题。从表一中我们能看出在淘金时期整个澳洲的华人女子都一直很少，华工主要淘金地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直到1871年淘金热退却的时候，也只有43名华工女性，相反却有25003名华工男性。淘金热后期的主要淘金地西澳地区1891年只有3名成年华人女性注册，1901年人口普查只有12名14岁以上的（非混血）华人女子。
这跟庞大的华工数字很不协调，这种比例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澳洲政府的歧视性政策造成的。 

其时华工多有妻室，但澳洲政府为防范所谓“黄祸”，禁止华工携家眷入澳，导致华工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据翻译李永的调查，《阿拉拉特和欢乐溪广告报》在1868年9月11日报道：在阿拉拉特的华人每100人就有30人已婚，但妻子都在中国，只有4人娶了当地白人妇女，当地有10名华人子女，2间赌场，每100人有90人吸食鸦片，其中30人为长期烟客。报道还提到当地华工甚至有20人失业，7人精神错乱。
澳洲社会并不正视这一问题，华工与白人女子交往被看成是充满阴暗和诡计多端的诡异行为，对华工与白人女子的结合充满歧见。
部分华工能与白人女子组成家庭，但不是所有华工都具备这样的机遇与条件。有的华工只能与白人或土著人妓女发生关系。这造成了华工营地附近妓院的存在和华工嫖娼行为的增多。华工的嫖娼行为又被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澳洲白人大肆渲染，与赌博、吸食鸦片等部分华工的行为糅合在一起，形成华工阴暗恶俗的偏激形象。

再次，恶劣的生存环境。华工的生存环境之恶劣有几种表现：一、工作环境艰难。华工在澳洲生活非常艰难，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时间很长，而其淘金收获少的可怜。华工工资常常只有欧洲矿工的2/3到1/2，但劳动强度却很大，华工平时没有假期，只有在新年有3天休息时间。
提到华工吸收鸦片，罗斯教授就认为：“他们是在充满恐惧的旅途上或者在常年的孤独，艰辛的工作中学会的。”
二、攻击华工的事件时有发生。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澳大利亚各地逐步兴起了排华运动，并愈演愈烈。华工常受到攻击，营地常常被焚烧，行李常被抢劫，甚至有土著人食华工肉的事件发生。三、污蔑华工的事件日益猖獗。华工的淘金行为常被过分解读，华工常被描述成掠夺者和竞争者。数量庞大的华工被看成是对白人妇女的巨大威胁，华工，连同白人妻子和混血子女，都被澳洲社会排斥，华工日益被描述成“黄祸”。上述这些情况，反而促使赌博和吸食鸦片的风气在华工群体里滋长，它反映了淘金梦想的破灭对华工的心理影响。有人希望通过赌博发财致富，逃离苦海，早日回国，也有人无法回国，想通过吸食鸦片，在吞云吐雾中寻求些许慰藉，逃避现实。
又次，澳洲政府的歧视性管理政策。澳大利亚各个殖民地政府采取的各种管理政策常常使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澳洲政府不仅禁止华工携家眷入澳，而且在控制鸦片和赌博方面管理政策出现许多严重失误。如1898年北领地政府为控制鸦片贸易，开始雇佣土著人抓捕华工。这种“以夷制夷”的政策给土著人威胁污蔑华工提供了可乘之机，据记载，1903年土著人来到华工营地索要鸦片，当要求被拒绝后，就放火烧掉了7间房屋。还有的土著人自带一些鸦片，威胁说如果不让带走想要的东西，就报告警察说这是华工给的鸦片。
在鸦片进口上，“政府，获得稳定的进口税收的一方，很少禁止这项贸易。”
同样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参见表三数据），梅光达等华人的禁烟建议，常常不被澳洲政府重视，“所有的殖民地都不愿意禁止它”
。同时，澳洲社会长期把华工看成种族异己，没有做好接纳华工为公民的准备，华工没有归属感。澳洲政府对华工的管理多是以敌对态度对待，华工到处受到驱逐，这反过来加剧了华工矿区的治安复杂程度。这些都为华工恶习的滋生制造了土壤。

表3：1857年-1890年维多利亚州鸦片进口的税收情况表
     （单位：镑）

	年度
	税收
	年度
	税收

	1857
	2638
	1874
	17042

	1858
	？
	1875
	16057

	1859
	13588
	1876
	16817

	1860
	14888
	1877
	15206

	1861
	15516
	1878
	13747

	1862
	21041
	1879
	18591877

	1863
	23644
	1880
	22315

	1864
	33437
	1881
	20663

	1865
	18879
	1882
	21509

	1866
	18750
	1883
	21105

	1867
	19988
	1884
	21048

	1868
	22410
	1885
	17438

	1869
	24123
	1886
	14652

	1870
	24533
	1887
	15217

	1871
	20332
	1888
	17831

	1872
	16698
	1889
	18303

	1873
	18547
	1890
	16591


此外，华工风俗的传承和在澳设领事务迟缓也是重要原因。清末时期，广东赌博风气屡禁不止。清人张心泰记载：“东省赌博最盛，城厢内外，赌馆无虑数百间，旋禁旋开，习以为常。故一岁中南番二县必有二三次查封谓之橄大钱。”
近代著名大报《申报》也载：“自城郭、市镇以至荒村僻壤,无不有赌具,赌不择地,神祠、社庙皆赌场也；赌不择人,兄弟、亲戚皆赌友也；赌不择物,凡可以较胜负者,皆赌具也。由小以至大,由富以至贫,由晨以至夕,无老无幼,无贵无贱,无男无女,无智无愚,大都以赌为生,以赌为乐。”
明清政府也采取过一些措施打击两地的这种不良风气，但赌博已与地方财政挂钩，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广东官员在巨大利益面前不肯禁赌，禁赌之议常常不了了之，赌博之风日盛。在赴澳之前，华工基本都会赌博，并把此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常娱乐活动。赴澳后，华工自然继承了这一风气。

另外，据潮龙起教授记载，清末广东重男轻女，民间有弃女婴习俗。很多女婴长大后被贩卖成为妓女。当时香港是拐匪、奸商和堂会分子拐骗妇女出洋的重要基地，“1869年前，从香港出洋的妓女多运往东南亚和澳洲。”
虽然，尚没有关于华人女子贩卖澳洲为妓女的详细记录，但从各方间接资料可以印证，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猖獗，但当时确实存在这一现象，这一定程度上是澳洲华工存在嫖娼市场引发的。而清朝在澳洲设领事务的长期未决对华工的保护和管理非常不利，虽经郭嵩焘、薛福成、张之洞等清廷大员的多方努力，加上梅光达等澳洲侨领的积极配合，英国基于其殖民主义立场，迟迟不能达成设领共识，直到1909年设领事务才正式完成。此时澳洲淘金潮基本退却，华工淘金已然成为历史。

四、结语

赌博、嫖娼和吸食鸦片常常交织在一起，断送了淘金华工的发财梦想，身体和灵魂都坠入了堕落的深渊。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否认华工在澳洲早期开发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也没有人再公然对华工与澳洲人混血家庭采取种族主义的歧视态度。但是我们依然要正视曾经对澳洲华工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排华事件，探究华工恶习滋生的原因也正是对排华行为的一种反击。华工恶习得以滋生，固然与华工群体自身有关，但是我们发现最终导致问题严重化和扩大化的是当时的澳洲社会历史环境。封闭又恶劣的生活环境，歧视性的管理政策，加上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都是华工恶习滋生的更重要的原因。这是一块充满歧视，没有平等身份的大陆，这也是一个充满孤独，难以寻找到家庭温暖的大陆。澳洲政府仅仅把华工看成解决早期开发澳洲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工具，没有正视华工的生存需求，特别是禁止华工携家眷入澳，人为地制造了华工的生活悲剧，同时还对华工与白人女子的结合多方排斥。澳洲的排华辱华事件是导致华工族群危机的直接因素，华工极度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导致赌博和吸食鸦片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澳洲政府在管理方式上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很多政策专门针对华工，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推行“以夷制夷”的愚蠢政策、漠视华工的正当要求，这些都加剧了华工问题的复杂化。

作为后人，我们更能从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华工恶习滋生这一现象，这对于中西文化的理解和沟通、对于民族文化的扬弃、对于移民社会的政府管理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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